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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18681117]摘要：运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广东省21个地市在2010-2019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静态分析表明，2010年与2019年，全省整体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未达到DEA有效，且2019年的综合效率更低。动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主要指标，呈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普遍波动较大，各市历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差异显著（除广州外）的情况。基于此，研究提出平衡研发与转化、推动“政产学研金用服”协同、实施差异化的成果转化战略和加强区域交流合作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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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Dea-Malmquist model,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21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s measured from 2010 to 2019. The stat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overall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province as a whole did not reach the DEA effective in 2010 and 2019, 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in 2019 is even lower. Dynamic analysis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main indicator that affect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presenting a generally large fluctuation i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of each city over the years (except Guangzhou).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balancing R&D and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the synergy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finance, and services",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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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高质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是其三大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之一，创新是第一动力。在科技创新中，成果研发并不是目的，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发挥科技创新的动力作用和支撑作用。一方面，国际经济与竞争环境使得我国需要提升科技竞争力，加快速度将现有科技成果应用到生产当中；另一方面，传统要素驱动方式已难以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以创新要素驱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必须，因此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必须得到重视[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科技成果转化（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是指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目的，对科技成果进行的后续的试验、开发、应用、推广至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材料或产品，发展新产业的活动[2]。其中，科技成果是“科学技术成果”（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的简称，其定义由于科研活动的特殊性不尽相同。部分定义较为狭义，强调科技成果与科技项目或课题的对应关系，例如《现代科技管理词典》（1986年版）把科技成果定义为“科研人员在他所从事的某一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或课题研究范围内，通过试验观察、调查研究、综合分析等一系列脑力、体力劳动所取得的，并经过评审或鉴定，确认具有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结果”[3]。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文献提供了广义的解释，认为科技成果是“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尽管科技成果定义未得到完全统一，但对于一个系统而言，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目的都是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鉴于此，系统中所有类型的科技成果均应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讨论对象。因此本研究认为科技成果是通过科研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科技成果转化指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为目的，对科技成果进行的后续的试验、开发、应用、推广至形成新的技术、工艺、材料或产品，发展新产业的活动。
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我国各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也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的创新强省，广东省积累了大量科技成果，同时在全国科技成果转化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力[4]。为促进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广东省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引擎，辐射带动全域科技成果转化。但既有研究对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多停留在个别单位和某种类型创新主体方面，对广东省整体和各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未给予足够关注。因此，有必要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广东省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发展情况进行评价，为广东省进一步统筹优化各地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算的研究
已有研究重点从特定区域、产业或主体视角考查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区域方面，研究测度、比较、分析了我国各省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影响因素，发现2007-201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5]；研究分析了2003-2012年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认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尚待进一步提升[6]；个别研究以特定省份作为分析对象，例如研究测算了安徽省各地级市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发现安徽省一半地级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处于低水平[7]；还有研究分析了江苏省13个城市的科技成果转化，发现江苏省在2008-2010年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未有明显提升，且不同城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存在巨大的差距[8]。产业方面，研究对我国重点技术领域[9]、战略性新兴产业[8]等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了测算，两者均表现为整体效率不高；关于制造业的研究则指出我国制造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更多是依赖于活动规模，总体效率同样未达到有效[11]。从主体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关注高校和企业，其中尤以高校为重，但从区域视角和国家整体视角的研究均揭示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的事实[12-13]；另有研究显示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在分析期间内具有较大提升空间[14]。
总体来看，虽然既有研究已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给予了一定程度关注，但相较于创新成果产出效率的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以区域为视角的研究更显不足，当前仅对个别省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了考查。从广东省视角看，近期研究主要集中考查高校和科技园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15-16]，对广东省全域的研究尚未有效展开。广东省是区域创新能力领跑全国的省份，研究广东省的科技成果转化时空分布既可为广东省进一步优化科技资源资源配置和科技转化管理提供参考，又对全国各地科技成果开展转化活动具有重要价值。
1.2.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测量指标选取
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具有直接相关关系，科技成果转化受多重因素影响[14]。如研究显示收益奖励和服务机构两类政策工具因素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6]，知识存量、知识距离和学习能力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分别发挥直接促进、中介和调节作用[18]。政府资金支持、区域禀赋、产业结构、经济状况等也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促进作用[19-20]，市场化支撑、科技环境支撑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有正影响[5]；还有研究将政府政策支持、科技人力支持、科研经费支持以及科技环境支持列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四大影响因素[8]。
测量指标选取关系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测算是否可靠。首先，既有研究对指标的选择具有一定共同性。如姚冉[4]、郭仁康[6]等均强调指标选择的目的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即认为指标体系应根据研究目的建立；应考虑相应权威数据的可及性与不同时间和对象的可比性。其次，既有研究测量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指标体系虽较为接近，但存有一定差异，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一是科技成果在指标体系中的定位未达成共识。例如，陆扬[20]等将专利等科技成果视为产出指标，更多学者如董洁和董付杰[5]以及袁雪阳[21]将其视为投入指标。二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经费、人力因素的定位未达成一致。例如，赵喜仓和安荣花[8]将其视为影响因素，其他研究则将其视为投入指标。三是相近指标是否同时选取的问题未得到统一。例如陆扬[20]与张明喜等[22]同时选择R&D经费投入及R&D经费投入强度这两个联系密切的指标，而袁雪阳[21]和杨振中[23]却未采用联系十分密切的指标。
本研究认为，已有指标体系间的差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和指标选择原则不清有关，需予以明确。定义方面，科技成果转化是对已有科技成果转化为新的技术、工艺、材料或产品，发展新产业的过程，故科技成果以及转化科技成果所需所有资源均应作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投入部分。指标选择原则方面，基于已有文献的观点，研究认为应遵从以下原则。（1）目的性原则，即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指标。（2）全面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应尽量涵盖科技成果转化过程。（3）精简性原则，即指标应该精简且尽量相互独立，避免模型结构不清晰、区分度过低，影响评价效果。（4）科学性原则，即应该考虑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科学规律，尽可能选择客观而不受主观因素影响的指标。（5）可操作性原则，即应选取可获得相应权威数据的指标。
1.3.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测算方法
既有研究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6-7]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8]测算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其中DEA评价方法具有对生产函数无要求、无需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需提前设定投入与产出指标的权重等优点，得到较多研究采用[30]。
DEA方法于1978年由Charnes等创立[31]，其原理是将保持决策单元输入或输出不变，借助线性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生产前沿面，通过比较决策单元相对于前沿面的偏离程度判断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研究根据分析需要，在传统DEA方法基础上发展出了超效率DEA模型、DEA-Tobit模型、分阶段或网络DEA模型、Bootstrap-DEA模型、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等方法。其中，超效率DEA能够对决策单元进行比较和排序；DEA-Tobit模型同时考虑投入产出效率评估及被观测变量和截断或分布问题；分阶段或网络DEA模型考虑了生产活动的阶段性；Bootstrap-DEA模型提升评估可靠性；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则可用于测算不同时期科技创新效率动态变化值，常受分析地区科技成果转化时空差异的相关研究[32]采用。为探讨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时空分布，本研究适合采用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DEA-Malmquist模型
考虑到DEA能够针对决策单元的多投入多产出进行有效性评价，本研究拟采用DEA方法评价广东省各市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研究需要，本研究采用产出导向以规模报酬可变为前提的BCC模型。假定Yk为第k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值；xik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i项投入；yrk为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r项产出；θi为第i项投入的权重；λr为第r项产出的权重；μk为规模报酬，则BBC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bookmark: _Hlk118579410]传统DEA模型只能观测决策单元同一时期的相对效率，不能考查不同时期效率的变化。Färe等将瑞典经济学家Malmquist提出的Malmquist指数与DEA理论相结合[24]，形成了Dea-Malmquist模型。在Malmquist指数中，在t时期以及t+1时期的技术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从t时期到t+1时期的变化分别如式（2）和式（3）所示：


其中Dc为距离函数，即实际全要素生产率与前沿面的比值；下标c指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假设。
从t时期到t+1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设为ΔTFP）即为Mt与Mt+1的几何平均数：

若ΔTFP > 1，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ΔTFP < 1，表明全要素生产率降低；ΔTFP = 1，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无变化。
与传统DEA模型不同，DEA-Malmquist模型可以动态分析的方式计算决策单元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此，本研究采用DEA-Malmquist模型分析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变化。
2.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_Ref118540752]基于研究需要以及对既有研究指标选择异同的梳理，本研究构建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各指标选择的具体依据如下：
[bookmark: _Ref122944424]投入指标方面，本研究通过梳理已有文献，遵循全面性原则，认为地区科技成果转化中应考虑人力、财力、智力和物力四个方面。人力相关的常用指标主要有R&D人员投入[20]、R&D人员全时当量[21]和R&D人员投入强度[22]。其中R&D人员投入强度指决策单元的研究开发人员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在考虑R&D人员的同时也考虑了决策单元的就业规模，故本研究选择R&D人员投入强度作为人力投入的指标。财力相关的指标以R&D经费投入[20]和R&D经费投入强度[22]为主，其中R&D经费投入强度指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同时考虑了经费投入与决策单元的经济情况，故本研究选择R&D经费投入强度作为财力投入的指标。智力方面的常见指标有专利授权量和发表论文数量[4]等。结合现有数据完整性考虑，选择专利授权量作为代表智力的指标。物力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省重点实验室均是有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考虑到这三者彼此不同，本研究将其数量全部纳入投入指标体系中。
产出指标方面，由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目的，因此产出指标应该考虑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本研究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衡量经济价值。其中技术市场成交额反映了科技成果开始投入市场的情况；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体现了高新技术产品投入生产发挥经济价值。科技成果转化不仅可转化成直接的经济收入，也可能间接带来社会效益，包括间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居民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本研究综合现有数据的完整性，选择劳动生产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GDP增长速度和固定电话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这四个指标综合衡量社会价值。
表 1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投入指标
	人力
	R&D人员投入强度（I1）
	%

	
	财力
	R&D经费投入强度（I2）
	%

	
	智力
	专利授权量（I3）
	件

	
	物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I4）
	个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I5）
	个

	
	
	省重点实验室（I6）
	个

	产出指标
	经济价值
	技术市场成交额（O1）
	万元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O2）
	亿元

	
	社会价值
	劳动生产率（O3）
	元/人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O4）
	元

	
	
	GDP增长速度（O5）
	%

	
	
	固定电话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O6）
	万户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局编制的2010-2019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以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的官方网站。由于部分地级市部分指标数据不完整，本研究选择了广东省各市2010-2019年十年间的科技统计数据进行测算。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DEA模型的静态分析
本研究首先以DEAP 2.1软件为分析工具，对2010年-2019年广东省21个市进行静态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分析。2010年与2019年各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如表 2所示。
[bookmark: _Ref118583819]表 2   广东省各市2010年及2019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区域
	地市
	2010
	2019

	
	
	综合
	纯技术
	规模
	规模
	综合
	纯技术
	规模
	规模

	
	
	效率
	效率
	效率
	收益
	效率
	效率
	效率
	收益

	珠三角
	广州
	1
	1
	1
	-
	1
	1
	1
	-

	
	深圳
	1
	1
	1
	-
	1
	1
	1
	-

	
	佛山
	1
	1
	1
	-
	0.939
	1
	0.939
	drs

	
	东莞
	1
	1
	1
	-
	1
	1
	1
	-

	
	中山
	1
	1
	1
	-
	0.669
	0.962
	0.696
	drs

	
	珠海
	1
	1
	1
	-
	1
	1
	1
	-

	
	江门
	0.897
	0.897
	1
	-
	1
	1
	1
	-

	
	肇庆
	1
	1
	1
	-
	0.89
	1
	0.89
	drs

	
	惠州
	1
	1
	1
	-
	1
	1
	1
	-

	粤东
	汕头
	0.708
	0.827
	0.856
	drs
	0.491
	0.955
	0.515
	drs

	
	潮州
	0.745
	0.745
	1
	-
	0.984
	1
	0.984
	irs

	
	揭阳
	1
	1
	1
	-
	1
	1
	1
	-

	
	汕尾
	1
	1
	1
	-
	1
	1
	1
	-

	粤西
	湛江
	1
	1
	1
	-
	1
	1
	1
	-

	
	茂名
	1
	1
	1
	-
	1
	1
	1
	-

	
	阳江
	0.951
	0.951
	1
	-
	1
	1
	1
	-

	粤北
	韶关
	1
	1
	1
	-
	1
	1
	1
	-

	
	清远
	1
	1
	1
	-
	0.993
	1
	0.993
	drs

	
	云浮
	1
	1
	1
	-
	1
	1
	1
	-

	
	梅州
	1
	1
	1
	-
	1
	1
	1
	-

	
	河源
	1
	1
	1
	-
	0.795
	0.895
	0.888
	drs

	全省平均值
	0.967
	0.972
	0.993
	　
	0.941
	0.991
	0.948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综合效率指数看，2010年与2019年全省平均综合效率未达到DEA有效，2019年的平均综合效率稍低于2010年的平均综合效率值。从区域来看，粤东和粤西地区的综合效率有所提升，珠三角和粤北地区的综合效率未达到1的地市有所增加。2010年与2019年均达到生产前沿面的地市有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韶关市、梅州市、惠州市、汕尾市、东莞市、湛江市、茂名市、揭阳市和云浮市，说明这些地市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了最优，而汕头市的综合效率则从2010年的0.708下降到0.491，下滑较为严重。
从纯技术效率指数看，2010年与2019年全省亦未达到DEA有效，但与2010年相比，2019年全省纯技术效率指数有所提升。从区域来看，除粤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均有所上升。与综合效率指数情况相同，2010年未达到有效的地市有汕头市、江门市、阳江市和潮州市，2019年，纯技术效率未达到有效的地市则变更为汕头市、河源市和中山市。相较于2010年，2019年河源市和中山市的纯技术效率指数降低，表明这两个市需要调整对科技转化方面的技术和管理因素。
从规模效率指数看，2010年与2019年全省规模效率同样未达到规模最优，且2019年规模效率相较于2010年降低。仅粤西的规模效率上升至最优，其他区域的规模效率均表现为下降趋势。2010年仅汕头市未达到规模最优，而2019年未达到规模最优的地市增加了佛山市、河源市、中山市、肇庆市、清远市和潮州市。其中，汕头市和中山市的规模效率较低，用于科技转化的资源未能得到较有效的利用，且效率损失问题比较明显。
2010年，全省仅汕头市规模效益递减，其他市规模效益不变，2019年，规模效益递减的市则明显增多，仅潮州市实现规模效益递增。
3.2. Malmquist指数的动态分析
本研究以DEAP 2.1软件为分析工具，对2010年-2019年广东省21个市科技成果转化的动态效率进行测度。各阶段中，全省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如表 3所示。
[bookmark: _Ref118622375]表3      2010-2019年广东省Malmquist指数及分解
	年份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bookmark: _Hlk118622305]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2010-2011
	1.010
	1.058
	1.020
	0.990
	1.069

	2011-2012
	0.999
	0.935
	0.998
	1.000
	0.934

	2012-2013
	0.990
	0.926
	0.991
	0.999
	0.917

	2013-2014
	1.032
	0.778
	1.016
	1.016
	0.803

	2014-2015
	0.999
	1.130
	1.000
	1.000
	1.129

	2015-2016
	0.993
	0.698
	1.002
	0.991
	0.693

	2016-2017
	0.952
	1.013
	0.992
	0.960
	0.965

	2017-2018
	1.008
	0.757
	1.007
	1.001
	0.763

	2018-2019
	0.983
	1.058
	0.996
	0.987
	1.040

	均值
	0.996
	0.917
	1.002
	0.994
	0.913


资料来源：作者编制。
由表3可知，2010-2019年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波动较大。2010-2011年、2014-2015年和2018-2019年，全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高于1，说明在此期间全省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上升，科技转化投入产出效率呈现正增长。其他时间段中，科技转化投入产出效率则为负增长。2015-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最低，为0.693。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通过观察全省历年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指数可知，全省技术效率指数较为稳定，且相对较高，在1上下小幅度浮动；全省技术进步指数浮动大，且相较于其他时间，2013-2014年、2015-2016年和2017-2018年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除技术进步指数外，其他指数均围绕效率指数1上下轻微浮动，可见导致全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指数不稳定，要提高全省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需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推动作用。
2010-2019年广东省各市的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如表 4所示。
[bookmark: _Ref118628125]表 4     2010-2019年广东省各市Malmquist指数及分解
	区域
	地市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珠三角
	广州
	1
	1.083
	1
	1
	1.083

	
	深圳
	1
	0.943
	1
	1
	0.943

	
	佛山
	0.993
	0.875
	1
	0.993
	0.868

	
	东莞
	1
	0.915
	1
	1
	0.915

	
	中山
	0.956
	0.897
	0.996
	0.961
	0.858

	
	珠海
	1
	0.944
	1
	1
	0.944

	
	江门
	1.012
	0.872
	1.012
	1
	0.882

	
	肇庆
	0.987
	0.883
	1
	0.987
	0.871

	
	惠州
	1
	0.862
	1
	1
	0.862

	粤东
	汕头
	0.960
	0.981
	1.016
	0.945
	0.942

	
	潮州
	1.031
	0.916
	1.033
	0.998
	0.945

	
	揭阳
	1
	0.896
	1
	1
	0.896

	
	汕尾
	1
	0.958
	1
	1
	0.958

	粤西
	湛江
	1
	0.964
	1
	1
	0.964

	
	茂名
	1
	0.795
	1
	1
	0.795

	
	阳江
	1.006
	0.979
	1.006
	1
	0.985

	粤北
	韶关
	1
	1.016
	1
	1
	1.016

	
	清远
	0.999
	0.864
	1
	0.999
	0.863

	
	云浮
	1
	0.889
	1
	1
	0.889

	
	梅州
	1
	1.037
	1
	1
	1.037

	
	河源
	0.975
	0.746
	0.988
	0.987
	0.727

	全省均值
	0.996
	0.917
	1.002
	0.994
	0.91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据表4可知，2010-2019年全省纯技术效率指数略大于1，其他指标小于但接近1。从区域来看，粤东区域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较为接近，其他区域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处于参差不齐的状态。其中粤北区域尤为明显，如韶关市和梅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高于1，而该区域的河源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仅为0.727，为全省最低。作为广东省最发达的珠三角区域中，只有广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1，其余8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均低于1，说明珠三角区域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效率亟需改善。从全省各地市综合情况来看，仅广州市、韶关市和梅州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略高于1，其他地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低于1，这进一步表明提升科技转化效率不仅是珠三角绝大多数城市的急务，也是广东省各市亟需解决的问题。
绝大多数地市的技术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均达到或超过1，个别地市的技术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或规模效率指数低于但接近1，即技术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以及规模效率指数的地区差异极小。与上述指标不同的是，技术进步指数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广州市、韶关市和梅州市的技术进步指数高于1，而技术进步指数最低的是河源市，技术进步指数值仅为0.746。技术进步指数差异大的现象表明各市的技术创新水平参差不齐。通过对比各市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知，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差异主要源自技术进步指数值的不同。技术进步指数较低的地市可以考虑借鉴条件接近但技术进步指数相对较高的地市的科技转化相关技术创新经验，进而推动科技转化效率提升。
[bookmark: _Ref118631971]为进一步分析每个地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随时间变动情况，本研究用DEAP 2.1计算了2010-2019年各市每个时间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2010-2019年广东省各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区域
	地市
	2010-
2011
	2011-
2012
	2012-
2013
	2013-
2014
	2014-
2015
	2015-
2016
	2016-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珠
三
角
	广州
	1.322
	1.008
	0.980
	0.964
	0.945
	0.961
	1.035
	1.355
	1.279

	
	深圳
	1.154
	1.024
	1.081
	0.871
	1.105
	0.931
	0.801
	0.712
	0.906

	
	佛山
	1.040
	1.035
	0.999
	0.375
	2.015
	0.530
	0.991
	0.688
	0.958

	
	东莞
	0.938
	0.982
	0.920
	0.636
	1.382
	0.582
	0.962
	0.942
	1.139

	
	中山
	1.250
	1.072
	0.843
	0.480
	2.244
	0.269
	0.883
	0.887
	0.979

	
	珠海
	1.406
	1.029
	1.058
	0.579
	1.843
	0.486
	0.668
	1.195
	0.936

	
	江门
	1.027
	0.963
	0.908
	0.945
	0.985
	0.414
	1.020
	1.039
	0.882

	
	肇庆
	0.912
	1.028
	1.098
	0.680
	1.573
	0.566
	0.782
	0.624
	0.950

	
	惠州
	1.072
	1.037
	1.031
	0.525
	1.752
	0.402
	0.873
	0.828
	0.861

	粤
东
	汕头
	0.832
	0.947
	1.193
	1.165
	1.055
	0.801
	0.792
	0.832
	0.954

	
	潮州
	1.033
	0.945
	1.096
	0.914
	1.029
	0.846
	0.567
	1.166
	1.069

	
	揭阳
	0.763
	1.003
	1.171
	0.722
	1.075
	0.657
	0.940
	1.061
	0.818

	
	汕尾
	2.988
	0.430
	0.588
	1.327
	1.742
	0.546
	5.046
	0.116
	1.219

	粤
西
	湛江
	1.236
	0.841
	1.102
	0.868
	0.781
	1.088
	0.988
	0.818
	1.051

	
	阳江
	0.932
	0.958
	1.228
	0.841
	0.812
	0.989
	0.921
	0.899
	1.419

	
	茂名
	0.827
	1.660
	0.204
	0.862
	0.689
	1.007
	0.886
	0.865
	0.993

	粤
北
	韶关
	1.880
	1.049
	1.160
	0.967
	0.864
	0.932
	1.123
	0.481
	1.197

	
	清远
	0.718
	0.913
	0.952
	1.089
	0.752
	0.709
	0.908
	0.695
	1.163

	
	云浮
	0.964
	0.558
	0.864
	0.844
	0.845
	0.904
	0.919
	0.986
	1.273

	
	梅州
	1.764
	1.199
	0.986
	0.942
	1.006
	0.874
	0.948
	0.754
	1.122

	
	河源
	0.358
	0.603
	0.771
	0.985
	0.798
	0.979
	0.953
	0.509
	0.913

	全省均值
	1.069
	0.934
	0.917
	0.803
	1.129
	0.693
	0.965
	0.763
	1.04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表 5可知，作为广东省科技创新重镇，珠三角区域多数地市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14-2015年后均未达到1，表明珠三角各市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的地市较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高于1的地市数量几乎每年都在0~2之间浮动。最近一个阶段，粤北的大部分地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超过了1。
由表 5还可知，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波动。广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稳定较高，河源市和云浮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曲折上升趋势，深圳市、梅州市、惠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曲折下降趋势，韶关市、江门市除个别时间段外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波动较小，其他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呈较大幅度的波动。以珠海市为例，珠海市2014-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高达1.843，表明珠海市在该时间段的全要素生产率上涨了84.3%；2015-2016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低至0.486，表明珠海市在该时间段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51.4%，呈现较大程度的波动。
比较同一个区域内经济和地理条件接近的不同地市在各个时间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发现这些地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发展趋势仍有较大的差异，这说明影响地市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因素并不只有经济实力和地理条件。以拉动广东省发展的“双引擎”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2010-2015年期间，广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增长速度常年低于深圳市，却在2015-2019年期间反超深圳市。这是因为在2012年及以前，广州市当时的政府项目、金融支持、市场环境以及政策支持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远不及深圳市[25]，随着广州市充分发挥研究院、研究所和国有企业集中的优势，通过促进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形成了强大的技术输出能力[26]，使得广州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逐步超过深圳市。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降低的原因并非深圳市科技成果转化产出减少，而是深圳市开始将更多的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上，而这些研究的成果距离转化为社会和经济效益尚需等待较长时间。
除了深圳市之外，珠海市和汕头市作为经济特区，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波动也值得关注。珠海市常年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故2010-2013年期间，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要素生产率均高于1。为促进创新驱动，2013年珠海市吸引人才、增加技术企业和研究中心，取得大量科技成果，并在2014-2015年得到显著回报。2015-2016年，珠海市继续推进创新研究，通过新建研发机构、减免企业研发税费等推动了大量科技成果的突破，但与科技成果相比，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未能跟上。2017年，珠海市提出建立成果导向的财政支持机制，将检验检测平台应用到创新成果转化上，故2017-2018年开始实现了创新型经济的快速成长，大量科技成果发挥出经济价值。2015年之前，汕头市十分重视科技产品项目以及科技金融服务，故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2016年开始，汕头市则更多强调科技创新能力，拥有较之往年更多的创新成果，但对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建构并未实现完全同步，致使成果转化效率不足。2017年，汕头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该市科技孵化育成链条不够完善，科技创新对产业的支撑作用不够强，并开始采取措施吸引人才、技术、机构和项目聚集，这实现了近两个时期汕头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改善，这表明政府支持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4.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通过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使用DEAP 2.1统计分析软件对广东省21个地市以及全省2010-2019年科技转化效率进行时空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静态分析结果显示。2010年与2019年广东省全省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DEA有效。综合效率方面，粤东和粤西地区有所提升，珠三角和粤北地区的综合效率未达到1的地市有所增加，全省约57.1%的地市在两年中均达到DEA有效。纯技术效率指数方面，除粤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均有所上升，全省81.0%的地市的纯技术效率指数在两年中均达到最优。规模效率方面，全省66.7%的地市的规模效率在2010年和2019年均达到最优。总体来看，2019年广东省的综合效率以及规模效率低于2010年，表明研究期间广东省总体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呈现下降趋势。
（2）动态分析结果显示。时间上，2010-2019年间广东省全省平均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0.693 ，1.129]区间内，且发生较为频繁且大幅度的波动。通过分析Malmquist指数各项指标可知，历年各地市的技术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均接近或超过1，技术进步数值波动和差异较大，且与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十分接近，表明对于广东省各地而言影响科技转化效率的主要因素是相关技术创新的推进作用。空间上，广东省各地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较大的差异，发展趋势、波动程度亦不尽相同。具体来看，随着时间推移珠三角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高于1的地市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他区域中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高于1的地市数量亦波动减少，但在2018-2019年骤增，尤以粤北和粤西地区最为显著。在全时段，广州市的效率水平最高且最稳定，其余各市的效率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波动，表明大部分地市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针对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1）平衡科技创新的研发与转化。政府支持在科技创新的成果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尽管广东省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积极布局，但长期以来重创新生成轻成果转化的情况并未根本改变[26]，这诱致各创新主体的工作重点在于考查创新突破，客观上忽视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加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力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应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改变科技创新和转化不平衡的局面，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成绩在科技创新工作中的考核比重，逐步实现研发与转化“两翼齐飞”。
（2）推动“政产学研金用服”在成果转化中的有效协同。广州市近年的科技成果转化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提升，这与广州市推进“政产学研金用服”的有效协同具有重要关系[28]，这为广东省各市提供了较好的思路。广东省拥有大量高校、研究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具有较好的金融环境和产业环境，具备建构能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关键要素。因此，广东省应着力营造好创新成果转化环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各主体有效协同，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如充分华南技术转移中心职能或提升其建设规格，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提供完整、高效、精准的服务。
（3）实施差异化的成果转化战略。一是全力提升珠三角区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珠三角的创新产出占据了广东省创新产出的绝大部分，但区域内多数地市的成果转化效率较低，这意味着创新成果的“沉睡”和创新生产力的损失。因此，珠三角区域各地市应着力解决成果转化效率低的问题，可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技术应用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二是粤北、粤东、粤西地区可根据地方实情建构特色性的区域创新成果转化中心。区别于珠三角在广东省的创新功能，其他三大区域应结合自身产业优势，着力自身特色建构区域创新成果转化环境，一方面高效转化自有创新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吸纳外地相关创新成果前来转化。 
（4）进一步挖掘广州市和深圳市“双引擎”的带动作用，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目前广州市和深圳市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投入最多产出最多的城市，技术市场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26]。广东省的绝大部分科研院校分布在广州市和深圳市，具备了“政产学研金用服”合作的极大优势。可考虑以“双城”为中心，通过“双城”带全域的方式建构全面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构沟通有效、衔接有序、互助协同的全域创新成果转化格局，推动广东省科技创新成果的快速有效转化。此外，可合理推动产业转移，进一步支持“飞地经济”模式，引导广州市和深圳市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向其他城市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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